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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还是疏离：转型期的农村居民代际支持*

——基于全国农村地区微观数据的分析

韦宏耀 1，2 钟涨宝 1，3

内容提要：为回应有关中国农村居民代际关系的争论，评估近年来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对农村家庭

生活的影响，本文利用 2006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和 2012 年全国五省农村地区的调查数据，分

析了这 7 年中国农村居民代际支持的变化情况。研究发现：相比于 2006 年，2012 年农村居民三代

间的情感互动频度上升，经济互动频度下降，而劳务支持呈现向子代倾斜的趋势。经济增长和农村

新代际分工的形成是农村居民代际支持呈现上述变化的重要原因。代际关系在未来农村家庭生活中

能否持续发挥重要作用，尚需做进一步的追踪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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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农村居民代际关系格外引人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流动背景下的农

村家庭代际关系与养老问题”课题组发现，农村家庭养老制度正在从以亲情和道德约束为主的模式

转变为以外部机制约束为主的模式，赡养的社会认同水平和界定标准大幅下降，农村老年人的社会

地位全面边缘化（“流动背景下的农村家庭代际关系与养老问题”课题组，2007）。贺雪峰等人在全

国多地的调研中也发现，农村老年人处境堪忧，部分地区甚至出现老年人自杀现象，这与农村代际

关系失衡（“子女不孝普遍且严重发生，而父母依然为子女婚配耗尽心血”）有密切关系（贺雪峰，

2008；陈柏峰，2009）。但是，也有研究指出，农村地区成年子女与父母之间不仅保持了密切的代际

互动，且代际支持资源大多仍然是从子女流向父母（郭志刚、陈功，1998；徐勤，2011）。这一状况

同样存在于儒家文化圈下的中国台湾地区和东亚诸国（Yi et al.，2006；杨菊华、李路路，2009）。
上述现象嵌入在中国农村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之下。一方面，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

农村居民生活普遍得到了改善，这有助于增强代际经济独立性。以本文研究所关注的 2006～2012
年为例，在这一时期，中国 GDP 实际增长 77.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 75.5%①

。在发展

相对薄弱的社会保障领域，从 2009 年 8 月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开始试点实施至 2011 年年底，

全国的参保人数已达 3.26 亿；国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支出由 2007 年的 220 亿元增加到 2012 年的

*本文系华中农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创新研究工程资助项目“转型期中国农户收入研究”（编号：2014bs40）、中央高校

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部地区农村社会管理问题研究”（编号：2012RW003）的阶段性成果。
①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1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ndtjgb/ggnd.tjgb/201

302/t20130221_30027.htm。2013 年 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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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7 亿元
①
。可见，中国经济增长在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同时，也使民生保障有了长足发展，

这为代际经济依赖的下降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另一方面，社会转型的结构性压力转嫁于家庭，家庭

成员不得不合作以应对“转型之痛”。中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出促成了家庭生产领域“半工半耕”

代际分工模式的形成，即青壮年家庭成员外出务工，老年人留守务农和照顾孙子女（黄宗智，2006a；

2006b；杨华，2015）。同时，中国男性比例偏高这一失衡的性别结构造成了对适龄男性的“婚姻挤

压”，这一现象在贫困落后的农村地区尤其严重（郭秋菊、靳小怡，2012；姜全保等，2013），而父

母往往是子女婚姻的主要操办者，“婚姻挤压”造成的高昂结婚成本自然地主要转嫁给了父母。代际

分工和“婚姻挤压”等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形塑了子代与父代间的代际关系，父代在这一过程中往往

整体利益受损，但父代的“牺牲”也可能转化为子代道义上的亏欠和未来经济上的反哺，代际功能

性联系的增多则可能促进子代与父代间情感联系继而增进代际团结。

以上发现反映了研究者对中国农村代际关系的双重印象：一面是代际失衡、关系恶化，另一面又

是联系紧密、风雨同舟；一面是经济增长可能削弱代际联系，另一面却又是社会转型的结构性压力重

新凝聚代际关系。应当如何解读这些彼此存在张力的研究结果？本文利用 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2006）数据和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 2012年和 2013年全国五省社会调查数据，力图勾勒出

这一时期中国农村居民代际支持的分布和变化情况，并试图从经济增长和代际分工两个维度捕捉农村

居民代际支持的演变逻辑，以期为认识和理解农村居民代际关系及制定相关社会政策提供一定参考。

二、现代化、家庭策略与代际关系：研究回顾

以古德和帕森斯为代表的家庭现代化理论预言：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同类型的扩大家庭将趋向

于向夫妇式核心家庭转变，这一转变既满足了个体对平等和个人主义最大限度的追求，又与工业化

所要求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相适应，这些变化必然导致代际关系的松散和凝聚力的下降（赫特尔，

1988）。其后，这一理论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批评和挑战，有关质疑集中体现在该理论过于强调一元化

和单线演进的家庭变迁以及对传统的否定等方面（谢立中，1998）。但是，家庭现代化理论在经历不

断被批评、被修正和被发展的过程后，仍然保持了旺盛生命力，尤其是在解释家庭变迁（或代际关

系变迁）方面至今仍具有不可替代的权威性（唐灿，2010）。
与此同时，一些新的家庭研究理论也应运而生，例如交换理论、生命历程理论、家庭危机理论

和象征互动理论等，这些理论从不同方面涉及家庭策略。家庭策略指家庭及其成员的决策过程和时

机，例如何时控制家庭规模、何时更换住所、家庭成员如何进行劳动分工等。家庭策略研究提供了

一个将宏观社会变迁与家庭成员互动结合起来进行考察的视角和机会（樊欢欢，2000）。
无论是家庭现代化理论还是家庭策略研究，都在中国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中得到了不同程

度的应用和检验。诸多研究发现，在中国，核心家庭已日益取代扩大家庭而成为目前最主要的家庭

形式（杨善华，1995；阎云翔，2009）；同时，考虑到目前农村人口流动使亲子距离拉大（宋璐、李

树茁，2008）、社会福利对代际支持具有挤出效应（张航空、孙磊，2011）以及个体主义兴起（孟宪

范，2008）等原因，代际联系似乎会日益削弱，这与家庭现代化理论的观点相一致。但是，也有研

究表明，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并没有导致家庭功能的衰落或代际凝聚力的下降（杨菊华、李

路路，2009 ；刘汶蓉，2012；Guo et al.，2012）。例如，Guo et al.（2012）在对安徽农村家庭的考

①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1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ndtjgb/ggnd.tjgb/201

302/t20130221_30027.htm。2013 年 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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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中发现，亲代与外出务工子女之间存在一种“距离递增型”关系，即距离越远，两者之间的关系

反而越亲密。刘汶蓉（2012）将代际关系的这种变迁归因于两代人应对外部压力的家庭策略。

整体而言，既有研究较多关注家庭结构变迁或其他变迁因素对代际关系的影响，就代际关系变

迁而言，这是一种间接研究。而对代际关系进行变量操作化的定量研究则集中于基于横向静态数据

的研究，受数据限制等原因，从动态的时间维度量化考察代际关系的变迁及其发生原因的研究并不

充分。仅见的杨菊华、李路路（2009）的一项跨文化比较研究，虽然是对东亚各国的代际互动进行

横向比较，但因为东亚各国的现代化程度不同，相当于提供了纵向考察现代化影响代际关系变迁的

可能。基于上述不足，本文使用 2006 年和 2012 年两期数据，对代际支持进行量化操作，从动态的

角度考察农村居民代际支持的变化，并进一步从经济增长和代际分工两个维度对这一变化进行解释。

三、数据、变量和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本文主要使用 2006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简称“CGSS”）数据

和华中农业大学“农村养老保障和社会管理研究”课题组
①
对全国五省农村地区的调查数据（为方

便起见，后文将其分别简称为“CGSS2006 数据”和“课题组 2012 数据”）。具体来说，CGSS2006
数据是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对中国内地 28 个省（区、市）（不包括

青海省、西藏自治区和宁夏自治区）进行抽样调查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抽样过程分为县（区）、镇

（街道）、村（居委会）和居民（住户）四个层面。调查问卷分为城市卷、农村卷和家庭卷，样本总

量为 10151 个。其中，城市和农村样本量分别为 6013 个和 4138 个；农村样本中，继续填答家庭卷

的样本量为 1012 个。

课题组 2012 数据来源于华中农业大学“农村养老保障和社会管理研究”课题组于 2012 年 8 月

至 2013 年 8 月在全国五省开展的问卷调查。在综合权衡经济成本和样本地区代表性后，课题组选

取浙江省温州市、山东省德州市、江西省赣州市、湖北省随州市和四川省宜宾市作为一级抽样单位
②
。

在此基础上，课题组再以简单随机抽样方式在每个一级抽样单位随机选取 3～5 个乡镇、在每个乡镇

随机选取 2～4 个行政村，进而在每个行政村采用系统随机抽样法随机选取 30 个样本进行调查。该

项调查共获得了 22 个乡镇 58 个行政村的 1740 个样本，剔除非农业户口居民样本及部分问卷数据

缺失较严重的样本，剩余有效样本 1599 个。

CGSS2006数据和课题组 2012 数据都包含家庭代际关系方面的详细内容，尤其是在本文所关注

的主要变量上存在很高的重合度，例如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经济往来、日常照料等。因而，根据后文

研究需要，本文将两组数据组合为混合横截面数据，这样做的好处是既能扩大样本量，获得更稳健

的估计结果，又可以将时间变量引入模型中考察因变量如何随时间发生变化。

①
该课题组依托于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问题调查研究”（编

号：10ASH007）资助。
②
一级抽样单位的选取既需考虑调查成本问题，又需考虑样本地区的代表性。具体来说，从区域划分看，浙江省温州

市和山东省德州市作为中国东部地区的代表，经济较为发达，2012 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在五省中较高，分别是 4.57
万元和 3.86 万元；江西省赣州市和湖北省随州市是中部地区的代表，四川省宜宾市是西部地区的代表，三地 2012 年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 1.63 万元、2.71 万元和 2.27 万元。另外，各地也分别具有自身地域的文化特殊性：山东省

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对孝道文化的重视可能高于其他地区，而代际关系明显与孝道文化密切相关；江西省宗族文

化较为浓厚，而宗族文化对家庭代际关系也有较强的约束力；湖北省则是农村“原子化”较为严重的地区，代际关系

也相对松散。综合来看，五省样本对全国农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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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大部分代际关系相关研究主要关注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的关系，但代际支

持还包含多代间的互动与交换（Bengtson，2001；伊庆春，2014），因而，在本文对农村居民代际支

持的总貌和变化进行描述性分析时，分析对象既包括受访者（G2）与其父母（G1）之间的代际支持，

也包括受访者（G2）与其成年子女（G3）之间的代际支持。不过，这两组代际支持中指涉的G2 并

非同一样本群体。前者只涉及父母至少一方仍然在世的受访者样本（年龄均值约为 40 岁，样本量为

1544 个）；而后者则只包含有年满 18 周岁成年子女的受访者样本（年龄均值为 55 岁，样本量为 1302
个）。而在回归分析中，研究对象只涉及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的关系，即G2 和G1 世代间的关系。

表 1 列出了样本的基本特征，该样本只包含父母至少一方仍然在世的受访者，CGSS2006 数据

的这一样本量是 630 个，课题组 2012 数据的这一样本量是 914 个。从表 1 可以看出，样本以 60 周

岁以下的人群为主；受教育程度主要为初中及以下水平，课题组 2012 数据样本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要

略高于 CGSS2006 数据样本；从收入水平来看，多数人（占 64.7%）的个人年收入在 10000 元及以

下，课题组 2012 数据样本的个人年收入要明显高于CGSS2006 数据样本
①
，例如，两组数据中个人

年收入在 20000 元以上的样本分别占 28.4%和 8.4%；从样本的主要从业领域来看，多数样本（占

52.7%）从事农业生产，较之CGSS2006 数据，课题组 2012 数据中从事农业生产的样本所占比例有

所减少，而从事非农工作的样本所占比例则有所增加。总体来看，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表 1 样本在各特征属性上的分布情况 单位：%

类型 选项 CGSS2006样本 课题组 2012 样本 总样本

年龄

40 岁及以下 63.6 50.7 55.9

41～60 岁 33.3 45.7 40.7

61 岁及以上 3.1 3.6 3.4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42.7 29.3 34.8

初中 44.4 47.9 46.5

高中 11.0 17.0 14.5

大专及以上 1.9 5.8 4.2

个人年收入

5000 元及以下 64.9 31.7 45.3

5001～10000 元 17.9 20.5 19.4

10001～20000元 8.7 19.4 15.0

20001 元及以上 8.4 28.4 20.3

主要从业领域

非农工作 25.9 40.8 34.7

农业生产 62.4 46.0 52.7

其他 11.8 13.2 12.6

（二）变量测量

1.因变量。代际支持
②
是指成年子女与其父母之间相互的经济支持、劳务支持和情感支持。由于

①
这一结果既有经济增长的原因，也与课题组 2012 数据中包含收入水平较高的温州地区的样本有关。

②
相比于“代际关系”一词，“代际支持”是一个更具操作性的概念，按照Bengtson 及其合作者创建的代际团结模型，

经济、劳务和情感是测量代际支持的三个维度，也是测量代际关系的三个重要方面（Bengtson and Schrader，1982；
Bengtson and Roberts，1991）。出于数据的可得性及测量的简便性，多数涉及代际关系的抽样调查也都只对前述三个

维度进行测量。基于严谨性的考虑，本文在表述时只在引言和文献回顾等部分使用“代际关系”这一术语，在其他部

分都使用“代际支持”这一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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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子女向父母提供代际支持这一维度在其中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伊庆春，2014），因而，后文回

归分析将集中分析成年子女向父母提供的代际支持，即本文模型的因变量。具体在调查问卷中，对

于该因变量，用“过去一年，您是否经常为自己父母提供以下帮助？”来提问，用“给钱”、“帮助

料理家务（例如打扫、准备晚餐、买东西、代办杂事）或照顾家人”、“听对方的心事或想法”来测

量其经济支持、劳务支持和情感支持情况，其下均设有“很经常”、“经常”、“有时”、“很少”和“完

全没有”5 个选项。其中，由于选择“很经常”选项的样本量较少，为获得稳健的估计结果，本文

在拟合模型时将“很经常”和“经常”选项合并处理。

2.自变量。既有相关文献所涉及的影响代际支持的变量主要包括子女及其父母的个体特征例如

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收入和健康状况等（李树茁等，2003；左冬梅等，2012），以及居住安排（鄢

盛明等，2001）、家庭资源（狄金华等，2014）、代际交换资源（陈皆明，1998）和孝道观念等家庭

价值观（刘汶蓉，2012）。根据研究需要，笔者选取了部分已被其他研究证实对代际支持具有显著影

响的变量，同时结合两套数据所能提供的变量情况，放弃了若干变量。例如，居住安排是影响代际

支持的重要因素，但由于课题组 2012 数据中并不包含相关数据，故这一变量没能被纳入模型中进行

分析。而其他例如孝道观念和家庭资源等变量虽然基于大样本数据对代际支持具有显著影响，但解

释力度较小。综合来看，因数据限制而没有将部分变量引入的情况对本文模型拟合结果的影响并不大。

同时，本文试图从经济增长和代际分工两个维度分析农村居民代际支持变化的逻辑，因而选取

了受访者个人年收入、父母近期的经济和劳务支持频度以及主要从业领域作为自变量
①
。其中，经

济增长对个人收入增长有直接作用；父母提供给子女的经济支持则既受父母个人收入的影响，也与

经济增长有密切联系。因而，本文试图主要以个人年收入和父母近期的经济支持频度变量来考察经

济增长对代际支持变化的可能影响。相比于报酬较低的农业生产，受访者在非农产业就业往往能获

得更多经济回报，从而有能力为家庭成员带来更多经济支持，但也可能因此减少对家庭的劳务支持，

因而，受访者的主要从业领域将通过影响其家庭劳动分工进而影响代际支持情况。同样，父母近期

对子女劳务支持的多寡将影响子女自身需要付出的劳务的多寡，由此决定了受访者的家庭劳动分工

情况。因而，父母近期的劳务支持频度和受访者的主要从业领域提供了从代际分工维度考察农村居

民代际支持变化的可能。在控制变量方面，本文引入了常用的人口学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

育程度和婚姻状况。具体的变量说明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详见表 2。
表 2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均值

CGSS2006

样本

课题组

2012 样本
总样本

经济支持 受访者过去一年为其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频繁程度。

完全没有=1；很少=2；有时=3；经常或很经常=4

2.694 2.583 2.628

劳务支持 受访者过去一年为其父母提供劳务支持的频繁程度。

完全没有=1；很少=2；有时=3；经常或很经常=4

2.784 2.775 2.778

①
在模型回归之前，考虑到父母近期的经济支持和劳务支持之间、受访者主要从业领域和个人年收入变量之间可能存

在共线性问题，本文对自变量进行了多重共线性诊断。估计结果表明，前述 4 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分别是

1.37、1.51、3.33 和 1.43，均小于 10，表明这些变量间并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同时，共线性问题的一种有效解

决方法是增加样本量，而本文研究使用混合横截面数据的一个优势刚好就是样本量足够大。因而，整体来看，本文研

究中变量间的共线性问题并不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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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情感支持 受访者过去一年为其父母提供情感支持的频繁程度。

完全没有=1；很少=2；有时=3；经常或很经常=4

2.770 3.115 2.974

个人年收入 受访者在过去一年的个人总收入（万元） 0.548 1.654 1.210

父母近期的经

济支持频度

受访者父母在过去一年为其提供经济支持的频繁程

度。完全没有=1；很少=2；有时=3；经常或很经常=4

1.698 1.454 1.554

父母近期的劳

务支持频度

受访者父母在过去一年为其提供经济支持的频繁程

度。完全没有=1；很少=2；有时=3；经常或很经常=4

2.259 2.396 2.340

主要从业领域

非农工作 非农工作=1；其他=0 0.259 0.408 0.347

农业生产 农业生产=1；其他=0 0.624 0.460 0.526

性别 女性=1；男性=0 0.513 0.420 0.458

年龄 受访者年龄（周岁） 38.714 41.497 40.361

受教育程度 受访者的受教育年限（年） 7.410 8.977 8.337

婚姻状况

已婚有偶 已婚有偶=1；其他=0 0.882 0.932 0.912

单身 单身=1；其他=0 0.092 0.060 0.073

样本量 — 630 914 1544

注：个人年收入变量在“CGSS2006”和“课题组 2012”两套数据中的样本量分别为 591 和 880，后文的分析中

分别以两个子样本的收入均值代替相关缺失值。

（三）研究方法

由于本文模型因变量为定序变量，因此，本文采用定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来分析各个自变量和

控制变量的影响。本文模型设定如下：

�� 











 n

j
ijj

k

k xy
myP
myPLn

1
0600)(

)(  （1）

（1）式中， ky （k的取值为 1～3）依次代表成年子女向其父母提供支持的 3 种类型，即经济

支持、劳务支持和情感支持；m代表因变量的赋值，取值为 1～4，分别代表“完全没有”、“很少”、

“有时”、“经常或很经常”； 0 为常数项； 0 是时间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反映因变量随时间的变

化情况； 06y 为时间变量，用于考察因变量如何随时间发生变化； j 是其他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回

归系数，反映其他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影响因变量的方向和程度； ijx 是前文所述的自变量和控制变量。

当 0j 时， ( ) 1jexp   ， mYk  发生的可能性更大；当 0j 时， ( ) 1jexp   ， mYk 
发生的可能性更大。

四、农村居民代际支持：总貌和变化

（一）农村居民代际支持的总体分布情况

从表 3 可以看出，总体上，中国农村居民代际互动依然紧密，存在实质性的相互支持。其中，

中国农村居民代际情感互动最为频繁，其次是劳务支持和经济支持。具体而言，受访者向其父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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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各项代际支持的频度为“有时”及以上的样本比例从高到低依次是 69.43%、60.95%和 59.07%，

分别对应情感支持、劳务支持和经济支持。从代际支持频度的均值来看，受访者向其父母提供情感

支持、劳务支持和经济支持的频度均值分别是 2.974、2.778 和 2.628（满分为 4，见表 2）。
为便于分析和表述，在这一部分，后文将“有时”、“经常”和“很经常”合并为“提供代际支

持”一项，将“完全没有”和“很少”两项合并为“未提供代际支持”一项。就代际支持的倾向性

而言，成年子女仍然是代际支持的主要提供者，但情感支持已呈现出较为显著的双向性。首先，通

过比较受访者与上一代父母间的相互支持行为，可以发现，受访者向其父母提供经济支持、劳务支

持和情感支持的样本比例都普遍高于其父母向受访者提供相应支持的样本比例。其中，两代间在经

济支持方面的比例差异最大，前者比后者高 40.93 个百分点；而两代间在情感支持方面的比例差异

最小
①
，前者比后者高 10.62 个百分点。其次，通过比较受访者与下一代成年子女间的相互支持行为，

可以发现，在经济支持方面，下一代成年子女向受访者提供支持的样本比例高于受访者向子代提供

支持的样本比例，高出 21.42 个百分点；而在劳务支持和情感支持方面，受访者向下一代成年子女

提供支持的样本比例高于下一代子女向受访者提供支持的样本比例，分别高出 5.68 个和 1.08 个百分

点，且在情感支持方面的这一差异在 5%的统计水平上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另外，由于受访者更可

能把自己置于“付出者”的角色，从而高估自己向子代提供的支持并低估子代向自己提供的支持，

因此，受访者与其子女相互间在劳务支持和情感支持方面的实际差异可能会更小些，而在经济支持

方面的实际差异则可能会更大些。

整体而言，中国农村地区不论是上一代父母与本代之间，还是本代与其下一代成年子女之间，

相互间的支持还是以成年子女支持父母为主，这仍然符合代际关系的传统规范期待。但是，具体到

代际支持的不同内容，则仍可看出代际支持发生的变化：①代际情感支持已经成为父母与子女间各

项支持内容中存在最显著对等关系的双向交换内容，即情感支持的代际差异最小且相关性最强。G2
与 G1 间和G2 与G3 间相互支持的样本比例的差异分别是 10.62 个和 1.08 个百分点；相应的相关系

数分别是 0.62 和 0.67，且都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见表 3）。②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劳务支持的

对等趋势也很明显，而在经济支持程度方面的差异仍然较大。相比于劳务支持和情感支持，G2 与

G1 间和 G2 与 G3 间相互经济支持的配对样本 t 检验的 t 绝对值最大，分别是 28.95 和 10.29，且都

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其相应的相关性检验所得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也最小，分别是-0.01 和

-0.12。这说明，在中国农村居民中，相比于劳务支持和情感支持，经济支持方面最大程度上保持了

子女支持父母的传统规范期待。
表 3 中国农村居民三代间代际支持的总体分布情况（2006～2012 年）

选项
经济支持 劳务支持 情感支持

G2G1（%） G1G2（%） G2G1（%） G1G2（%） G2G1（%） G1G2（%）

很经常 4.02 1.30 6.67 6.15 4.86 4.08

经常 20.40 4.86 26.68 19.89 31.28 23.64

有时 34.65 11.98 27.60 19.49 33.29 31.09

很少 20.27 12.95 22.60 16.91 22.41 21.63

①
从 t 检验的结果看（见表 3），代际劳务支持方面的 t 值（11.96）小于代际情感支持方面的 t 值（12.88），从这个意义

上说，情感支持方面的代际差异更显著；但从频次分布来看，则是提供劳务支持的样本比例间的差异（15.42 个百分

点）大于提供情感支持的样本比例间的差异（10.6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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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完全没有 20.66 68.91 16.45 37.56 8.16 19.56

样本量 1544 1544 1544 1544 1544 1544

相关性检验结果 -0.01 0.33*** 0.62***

t 检验结果 28.95***（G2→G1） 11.96***（G2→G1） 12.88***（G2→G1）

选项 G2G3（%） G3G2（%） G2G3（%） G3G2（%） G2G3（%） G3G2（%）

很经常 3.30 2.92 11.67 2.92 4.99 4.22

经常 10.68 16.90 25.19 19.28 32.26 29.65

有时 13.29 28.87 15.75 24.73 28.19 30.49

很少 14.06 16.82 17.90 27.19 20.04 24.81

完全没有 58.67 34.49 29.49 25.88 14.52 10.83

样本量 1302 1302 1302 1302 1302 1302

相关性检验结果 -0.12*** 0.32*** 0.67***

t 检验结果 -10.29***（G2←G3） 6.09***（G2→G3） 0.62（G2→G3）

注：***表示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示代际资源流向；“→”表示代际资源净流向，例如，G2→G1 指

受访者（G2）向其父母（G1）提供支持的样本比例高于父母向受访者提供支持的样本比例。

（二）农村居民代际支持的变化情况（2006～2012 年）

对代际支持变化情况的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见表 4），相比于 2006 年，2012 年中国农村居民三

代间的情感支持上升，经济支持下降，而劳务支持有升有降（父母向成年子女提供的劳务支持增加，

而成年子女向父母提供的劳务支持下降）。其中，情感支持的上升趋势最明显（四组代际支持的单因

素方差分析结果都通过了 5%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其次明显的是经济支持的下降趋势，而劳务

支持的升降变化相对不显著。相比于 2006 年，2012 年亲代向子代提供劳务支持的样本比例在增加，

而子代向亲代提供劳务支持的样本比例在下降（G1G2 和G2G3 的样本比例分别上升了 6.13 个

和 2.18 个百分点；相反方向的样本比例则分别下降了 1.62 个和 4.87 个百分点）。

比较代际支持的差异
①
在 2006 年和 2012 年的表现，可以发现，相比于 2006 年，代际经济支持

的差异在 2012 年进一步增加，而劳务支持和情感支持的差异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小，从而代际劳务支

持和情感支持更具有双向性或对等性。具体而言，与 2006 年相比，提供代际经济支持的样本比例在

2012 年有所下降，且亲代向子代提供经济支持的样本比例下降得更快，因此，提供代际经济支持的

样本比例的差异进一步增加（G2 与 G1 间提供经济支持的样本比例差异由 39.20 个百分点增加到

42.13个百分点，G2与G3间提供经济支持的样本比例差异由12.03个百分点增加到27.43个百分点）。

表 4 中国农村居民三代间代际支持的分布及变化情况（2006～2012 年） 单位：%

G2G1 G1G2

CGSS2006样本 课题组 2012 样本 F 值 CGSS2006 样本 课题组 2012 样本 F 值

经济支持 60.79 57.88↓ 3.33* 21.59 15.75↓ 23.61***

劳务支持 61.90 60.28↓ 0.08 41.90 48.03↑ 5.87**

情感支持 63.65 73.41↑ 52.28*** 47.94 66.30↑ 71.88***

G2G3 G3G2

①
指的是父母向成年子女提供的支持与成年子女向父母提供的支持之间的差值，即两个维度的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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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CGSS2006样本 课题组 2012 样本 F 值 CGSS2006 样本 课题组 2012 样本 F 值

经济支持 40.24 18.99↓ 108.93*** 52.27 46.42↓ 12.66***

劳务支持 51.28 53.46↑ 1.12 49.90 45.03↓ 6.35**

情感支持 60.95 68.30↑ 22.49*** 56.41 69.43↑ 42.47***

注：表中数据以G2 世代为受访样本，百分比数据为受访者选择“有时”、“经常”和“很经常”选项的累积百分

比；F 值是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结果；***、**、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和

“↓”分别表示 2012 年农村居民提供相应代际支持的样本比例相比于 2006 年有所增长或有所下降。

五、农村居民代际支持的影响因素：定序 Logistic 回归分析

表 5 给出了影响成年子女向父母提供经济支持、劳务支持和情感支持的因素的定序 Logistic 回
归结果。从影响成年子女向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因素看（结果见方程 A1～A5），在方程A1 中，年

度变量的回归系数为负。这表明，相比于 2006 年，农村居民中成年子女向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频度

在 2012 年有所下降，这一结果呼应了前文的描述性分析结果（见表 4）。在方程A2 和 A3 中，依次

加入个人年收入和父母近期的经济支持频度变量后，年度变量回归系数的绝对值有一定程度的增加。

这表明，在控制了个人年收入和父母近期的经济支持频度变量后，年度变量对成年子女向父母提供

经济支持的频度影响更大。同时，受访者的个人年收入显著正向影响其向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频度。

方程A4 和A5 继续引入父母近期的劳务支持频度和受访者主要从业领域变量后，年度变量回归系数

的绝对值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加。同时，父母近期的劳务支持频度显著正向影响成年子女向父母提

供经济支持的频度。直观来看，相比于 2006 年，2012 年受访者个人年收入的均值增加了（见表 1
和表 2），且其对受访者向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频度具有正向影响，那么，成年子女向父母提供经济

支持的频度在 2012 年应该增加，即在个人年收入变量进入模型后，年度变量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应该

减小，但估计结果却与之相反。这如何解释呢？父母近期的经济支持频度在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负向影响子女向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频度提供了解释。即父母较经常向成年子女提供经济支持意味

着其自身经济条件较好，经济较为独立，不需要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因而，成年子女向父母提供经

济支持的频度下降。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经济增长有利于提高个体的经济独立性，从而

减弱代际经济依赖”这一解释路径。同理，受访者个人年收入增加也有利于提高其经济独立性，从

而减弱其代际经济依赖。当然，成年子女向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频度下降可能还与其他诸多未知因

素有关，例如独立观念、社会舆论等，而基于现有数据，这些问题还难以得到探讨。

从影响成年子女向父母提供劳务支持的因素看（结果见方程 B1～B5），年度变量的回归系数显

示，相比于 2006 年，2012 年成年子女向父母提供劳务支持的频度在下降，这与前文的描述性分析

结果（见表 4）一致。有意思的是，年度变量是在方程中加入父母近期的劳务支持频度变量或者加

入该变量和受访者主要从业领域两个变量后才显著的。同时，父母近期的经济支持频度和劳务支持

频度都显著正向影响子女向父母提供劳务支持的频度。另外，非农工作变量显著且其系数为负，即

主要从业领域为非农业的成年子女相比于其他从业领域的成年子女向父母提供劳务支持的频度更

低。同时，课题组 2012 数据中从事非农工作的受访者比例高于 CGSS2006 数据中的这一比例（见

表 1 和表 2），这可能直接导致受访者中成年子女减少了在代际支持中的劳务付出，而老年父母则在

比较优势下在代际支持中增加了劳务付出。

从影响成年子女向父母提供情感支持的因素看（结果见方程 C1～C5），年度变量的回归系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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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相比于 2006 年，2012 年成年子女向父母提供情感支持的频度显著增加，这与前文的描述性分

析结果（见表 4）相一致。需要说明的是，年度变量的回归系数在方程中加入个人年收入和父母近

期的经济支持频度变量后有了一定程度的减小，但该变量依然显著；在继续加入父母近期的劳务支

持频度和受访者主要从业领域变量后，其系数进一步减小。这说明，成年子女向父母提供情感支持

的频度增加可以通过控制这些变量得到部分解释。同时，个人年收入（在方程中未加入主要从业领

域变量时）、父母近期的劳务支持频度显著正向影响子女向父母提供情感支持的频度。因此，虽然成

年子女向父母提供情感支持的频度增加与其他未知因素有关，但仍然能主要通过经济增长和代际分

工的改变得到解释。

综合上述分析结果，可做进一步的讨论和拓展：2006～2012 年，得益于经济稳定增长，中国农

村居民个人收入明显增加，个体的经济独立性随之增强，表现在代际支持中即为代际经济支持频度

下降。这与现代化理论关于现代性消解家庭团结的预言存在一致性。当然，本文研究在劳务支持和

情感支持方面的有关发现还难以基于现代化理论得到较好的解释，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结合中国农村

社会转型的具体情境来理解。中国农村家庭目前普遍存在的“半工半耕”的代际分工模式使老年父

母向成年子女提供更多的劳务支持。父母付出劳务支持及自身的经济独立性则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

成年子女的情感回馈，而缘于情感支持本身特有的双向性，父母向成年子女提供的情感支持也有所

增强。总之，有理由认为，经济增长和新代际分工模式的形成对近年来农村居民代际支持的变化有

重要影响，但它们是否是决定性因素，仍需以更多的经验研究来佐证。

表 5 成年子女向父母提供代际支持影响因素的定序 Logistic 回归结果

方程A1 方程A2 方程A3 方程A4 方程A5

年度（参照组：2006 年） ﹣0.491*** ﹣0.520*** ﹣0.510*** ﹣0.600*** ﹣0.612***

个人年收入 — 0.061*** 0.061*** 0.058*** 0.042**

父母近期的经济支持频度（参照组：几乎没有）

很少 — — 0.103 0.031 0.026

有时 — — ﹣0.049 ﹣0.291* ﹣0.294*

经常或很经常 — — 0.040 ﹣0.279 ﹣0.259

父母近期的劳务支持频度（参照组：几乎没有）

很少 — — — 0.138 0.146

有时 — — — 0.459*** 0.464***

经常或很经常 — — — 0.802*** 0.783***

主要从业领域（参照组：其他）

非农工作 — — — — 0.344*

农业生产 — — — — 0.104

Pseudo R2 0.020 0.024 0.033 0.041 0.043

方程B1 方程B2 方程B3 方程B4 方程B5

年度（参照组：2006 年） ﹣0.089 ﹣0.077 ﹣0.015 ﹣0.199* ﹣0.212*

个人年收入 — ﹣0.023 ﹣0.016 ﹣0.029 ﹣0.014

父母近期的经济支持频度（参照组：几乎没有）

很少 — — 0.334** 0.165 0.166



团结还是疏离：转型期的农村居民代际支持

- 12 -

（续表 6）

有时 — — 0.622*** 0.165 0.166

经常或很经常 — — 1.330*** 0.764*** 0.746***

父母近期的劳务支持频度（参照组：几乎没有）

很少 — — — 0.530*** 0.525***

有时 — — — 1.024*** 1.023***

经常或很经常 — — — 1.715*** 1.719***

主要从业领域（参照组：其他）

非农工作 — — — — ﹣0.306

农业生产 — — — — ﹣0.249

Pseudo R2 0.007 0.007 0.023 0.055 0.056

方程C1 方程C2 方程C3 方程C4 方程C5

年度（参照组：2006 年） 0.639*** 0.614*** 0.610*** 0.531*** 0.528***

个人年收入 — 0.041** 0.046** 0.041** 0.025

父母近期的经济支持频度（参照组：几乎没有）

很少 — — ﹣0.059 ﹣0.181 ﹣0.186

有时 — — 0.427*** 0.089 0.083

经常或很经常 — — 0.755*** 0.324 0.349

父母近期的劳务支持频度（参照组：几乎没有）

很少 — — — 0.291** 0.299**

有时 — — — 0.728*** 0.737***

经常或很经常 — — — 1.155*** 1.144***

主要从业领域（参照组：其他）

非农工作 — — — — 0.331*

农业生产 — — — — 0.100

Pseudo R2 0.020 0.021 0.029 0.045 0.046

注：表中所有方程在拟合时皆引入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这 3 个控制变量，出于简洁的考虑，这些控制变量的

估计结果并未在表中给出；***、**、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六、结语：多代联结的再兴起？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代际支持则是家庭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因而，考察代际支持的现状和变迁

是家庭关系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主题。理论上讲，现代化过程促进核心家庭发展，从而可能会弱化家庭

内的代际关系。然而，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结构性压力也可能会转嫁于居民家庭，从而使家庭

成员重新走向团结以应对这些压力。基于对 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和 2012年全国五省农村地

区调查数据的分析，本文分析了这一时期中国农村居民代际支持的分布和变化情况，得出了如下结论：

第一，相比于 2006 年，2012 年中国农村居民保持了密切的代际互动，成年子女仍然是代际支

持的主要提供者。从变化上看，相比于 2006 年，2012 年农村居民三代之间情感互动的频度上升，

经济互动的频度下降，而劳务支持呈现向子代的倾斜（亲代向子代提供劳务支持的频度增加，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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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向亲代提供劳务支持的频度下降）。这些变化在回归分析中得到了验证。

第二，农村居民代际支持的上述变化与经济增长和农村新代际分工模式的形成有重要关联：首

先，在农村地区，经济增长使个人收入提高，可能减少农村居民因经济过度依赖导致的代际冲突；

其次，农村“半工半耕”的新代际分工模式的形成导致老年父母在劳务支持上向成年子女倾斜，但

这也换来了成年子女更经常的情感回馈；最后，代际情感支持频度的提高有力地说明了农村居民代

际关系在走向团结，至少在短期看来是如此。

在 20 世纪，西方社会学家眼中家庭的焦点无疑是核心家庭。而进入 21世纪后，多代联结的重要

性越来越突出，它在某些方面甚至会取代核心家庭中父母与子女间的联系（Bengtson，2001）。Bengtson
（2001）做出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是：第一，代际共享生命历程的时间增多；第二，祖父母和其他亲

属在家庭中的作用增强；第三，代际团结在过去表现出很强的韧性和适应性。而当下中国农村似乎正

经历类似的过程。首先，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 74.83岁，

比 2000年提高了 3.43岁，且将继续提高
①
。这表明，中国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将有更长时间与其子女、

亲属共享生命历程。其次，Chen et al.（2011）研究发现，在三代同住的中国家庭中，祖父母承担照料

0～6 岁孙辈的时间与母亲相当；即使不同住，也有 40%的父母会委托孩子的祖辈帮助照料孩子。而在

青壮年劳动力普遍外出务工的农村地区，祖辈照顾孙子孙女的现象更为普遍。这些现象的出现以及本

文的研究发现是否意味着中国农村地区多代联结的现象会如Bengtson（2001）所预言的那样再兴起？

但是，本文研究的部分发现（例如代际经济互动频度的下降）似乎又验证了家庭现代化理论在预言“家

庭衰落”方面的有效性。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农村地区当下的代际关系变迁只是社会转型中的昙花一现，

待社会转型完成之后会重新走向家庭现代化理论的“魔咒”？亦或由于深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中

国居民家庭的代际关系有其特殊走向？这都有待后续研究做进一步检验。

作为一项经验研究，本文研究还存在如下不足：一是概念的操作化问题。无论是代际关系还是

代际支持，都是复杂而多元的概念，仅以经济支持、劳务支持和情感支持来反映代际支持，甚至以

此来考察农村居民的代际关系很明显是不足的。二是样本的代表性问题。课题组 2012 数据只包含五

省农村居民的样本，即使该数据有较好的样本代表性，也与全国的真实情况存在较大差异。这些方

面还有待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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